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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定斯基抽象美学与中国画写意美学
核心范畴比较研究

孙晓娜

( 山东艺术学院 公共课教学部，山东 济南 250300)

［摘要］ 西方现代抽象主义艺术的奠基人康定斯基的抽象美学与中国画写意美学均具

有“主体性”“表现性”的审美特征，但是通过比较研究其美学核心范畴可以发现，滋生中西艺

术美学文化土壤的不同造就了二者从内在精神到外在形式以及整体构成上的差异性。研究

康定斯基的“内在需要”与中国写意画的“中得心源”的核心区别，深入探析二者分别对其形

式语言、布局构成和综合艺术表现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进而进一步厘清“非具象抽象”与“似

与不似之间”、“隐性结构”与“置陈布势”、“综合艺术”与“诗画本一律”各自的审美特征和美

学创造性，目的在于厘清二者的艺术精髓和精神所在，从而为中西艺术美学差异性的祛魅研

究以及中国画现代写意体系的建构和中国写意精神的国际化传播理路的梳理抛引玉之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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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朗在其《中国美学史大纲》中谈道:“一个民族的审美意识的历史，表现为两个系列: 一个是形象的系

列……一个是范畴的系列……”①西方现代抽象主义艺术的奠基人康定斯基的抽象美学与中国画写意美学

均具有主体性、表现性的审美特征，但是通过比较研究二者美学的核心范畴可以发现，滋生中西艺术美学文

化土壤的不同造就了二者从内在精神到外在形式以及整体构成上的差异性。那么，康定斯基的内在需要与

中国写意画中得心源的核心区别何在? 这些区别又分别对形式语言、布局构成和综合艺术表现产生了怎样

的影响? 由此而产生的“非具象抽象”与“似与不似之间”、“隐性结构”与“置陈布势”、“综合艺术”与“诗画

本一律”又具有怎样的审美特征和美学创造性? 下面将从心源、形式、构成和跨界四组核心范畴由内而外、

由局部到整体、由界内到跨界层层深入、系统梳理。

一、心源:内在需要与中得心源

阿恩海姆如此阐述心灵的重要作用:“在人的各种心理能力中，差不多都有心灵的作用，因为人的诸心

理能力在任何时候都是作为一个整体活动着……”②康定斯基抽象艺术美学的核心为:“形式的和谐必须完

全依赖于人的心灵感觉，即内在需要的原则”③。中国画写意美学的精髓为: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二者

均强调心为形之主宰，艺术形式服从于主观表现的需要。但是，二者在对待心与物的关系上因为文化哲学背

景的不同而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康定斯基的内在需要通过非具象抽象形式的运用而走向了心物分离的美

学之路，而中国写意画的中得心源则通过“介于似与不似之间”的具象抽象形式的运用走向了心物合一的美

学历程。

( 一) 康定斯基的心物分离

康定斯基的内在需要是以心驭形，但是他的“形”脱离了物象的拘囿，是独立于物象而存在的，是基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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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分离基础之上的形式美学。在他看来，“内在共鸣及其生命”重于抽象的形式以及客体本身，它是抽象艺

术的生命力所在，强调“走近”艺术作品的途径在于“对心灵起作用的方式”①。形式仅仅只是表达内在需要

的媒介或手段，只有源于内在需要，才能产生正确的形式。内在需要是艺术家内在情感的真实表达，是艺术

产生心灵感觉的内在原动力。艺术家艺术创作的目光应该内视自己的内在生命和内在需要。情感和精神的

力量决定艺术的本质和灵魂以及“如何表现”的形式，由此才能发出和谐的内在声音。内在需要主要由创作

者的个性化因素、时代精神以及“纯粹、永恒的艺术性”三个必要元素组成，是主观与客观、个性与共性共同

作用的结果。

在康定斯基看来，“艺术家天生的感情是《圣经》中说的才华，不会被湮灭。而不能善用自己天赋的艺术

家，就是懒惰的奴隶”②。内在需要将形式、色彩和内在的和谐付诸对形式要素的理性运用，需要以掌握“客

观知识”为前提，同时又处处渗透着神秘主义的色彩，是一种内在声音的召唤。他的形式是感知审美创作主体

的媒介，坚信艺术是现实世界救世主般的存在，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将精神神灵化、心灵神秘化的误区。但

是，同时也可以体悟到内在需要既饱含着现世生存的痕迹，也内蕴着人生理想和审美理想。但他并没有心物合

一的认知，而是把审美对象抽象化，借助形式本体的艺术化表现走向了心物分离之路，探索能够表达或激发情

感的精神形式，以蕴含着生命张力的直觉与理性交织的抽象的形式本体来进行内在精神的表现。

( 二) 中国写意画的心物合一

中国写意画之“心”深受“庄周梦蝶”所蕴含的“心物合一”哲学命题的影响，既有心灵的迹化，又有物象

的承载，往往难辨是物还是心，或曰是物亦是心。写意画是心、物与道的天人合一，而道又包含有天道和人

道，既有客观物质世界之意，又有自然而然的“道”之本体的品格，其中还蕴含有人类对自然之道的体悟，并

内化于生命，外化于绘画。因此，写意画常常以物喻人，主张“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③。故而，物既

有物之原貌，又在原貌之上以心修之，迹与心合，谓之心印。

“心者，手之率; 手者，心之用”④，“心”这一中国艺术审美意象是审美创作主体融会贯通了自身的学识

修养、人生经历、道德品性、笔墨技法等之后的内心感悟，是心象的折射与精神的升华，它既有人生思辨又有

人格理想。与康定斯基的内在需要相比，中国画写意之心对艺术家自身审美心理结构的要求与之不同，即在

艺术形象的塑造上，物的人化特征鲜明，并出现了自成体系的以人拟艺、艺术人格化或生命化的美学理论和

范畴，承载着人能弘道的思想要义。康定斯基的内在需要虽然涉及人的知识和内在精神，却只是对生命形式

的探求，倾向于神学与科学的合体，不像在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影响下的写意画努力参化工之妙，追求达到人

与物天人合一的境界，最终深入到对天人相和的生命本质的终极追问。并且因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它既

渗透着情与理的统一，又着眼于心与物的和鸣，忘物于我而又心合造化，心灵境界投射于物质的艺术表现形

式，追求气韵相生、神质俱佳，建构即物即我的审美意境，强调情景交融、心物合一而终至和谐之审美观，彰显

着中国人独有的生命智慧。中国画之心是生之本、神之变，“从于心”而“神明出”，心即神明，故而有“神明降

之”的说法。它是精神与物质、内在与外在的道之融炼，以微言大义之美澄怀味象，直抵心灵最深处的隐蔽

和真实。

臻于本心并由此而进行审美境界和审美理想的创构，是现世生存状态向审美状态的艺术化历程，渗透着

生命的审美意趣和意境，绘画作品则是人格的理想化构建以及灵魂的诗意栖居。它既是心灵的折射，更是精

神的家园。可以看出，内在需要与心之表达除了形式载体以及对艺术家自身审美心理结构要求的差异外，有

无对意境和道的追求成为二者之间的重大区别。如此，心中之形作用于笔下之“殊形”的塑造，此“形”因融

合了精神的意象而同时具备物质和精神的属性，并注入自己的心解顿悟和妙悟，构建了新的意象形态，共同

创造了意境，营造了有无相生的复合审美意象，从而将情感抒发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和境界，有着独具风

格的审美意趣和意蕴。它是天地之道与人的生命意识的精神重构，是主客一体、形神契合、心物合一之下的

神游心驰的精神自由之境，在形神毕出中迥得天趣，并讲究弦外之音、韵外之致，留给观者无尽的审美想象时

19

①

②

③

④

［俄］康定斯基:《康定斯基艺术全集》，李正子译，金城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18 页。
［俄］康定斯基:《康定斯基艺术全集》，李正子译，金城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73 － 74 页。
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精读》，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5 页。
周积寅:《中国历代画论: 掇英·类编·注释·研究》，江苏美术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49 页。



山东社会科学 2019·11 文艺理论与批评新探索

空和幽深绵长的审美妙蕴。意境成为中国艺术美学精神的重心，更是其独树一帜的特色审美范畴。

二、形式:非具象抽象与“似与不似之间”

康定斯基基于心物分离的内在需要所赋之“形”是脱离了物象关系的、非具象的，甚至是企图摆脱物象

联想的完全抽象的形式要素。他认为形式要完全为内在需要的表达服务，并不寄情于具体的物象，而是由内

在需要直接幻化出精神的抽象形式，其艺术意志决定着精神意志。而基于心物合一的中国写意画之心的载

体却是具体的物象，哪怕只是神似，却还是以宇宙万象为基础，心与物的象征意义发生相互作用，寓心于物、

以物喻人或精神，托之丹青，营造折射心灵的虚实相生的意境、艺境。因此，承载内在需要与写心的形式载体

产生了差异性。

( 一) 康定斯基的非具象抽象

康定斯基认为:“艺术家在选择形式时必须具备绝对的自由: 任何形式，只要表现了某种内在，艺术家就

应该认为它合理、认为它是正确的( 亦即艺术的) ”①，他的“内在需要决定形式”的抽象原则决定了其抽象形

式是“主体自我生命形式”的高级抽象美的表现，内蕴着创作主体和人类自身的深层心理需要。不同时代的

艺术意志产生了风格迥异的形式意志。他所探求的艺术精神推动艺术由对客体的再现转移到了对主体审美

的表现，在否定移情的基础上推进了艺术的抽象化进程，主张以合乎精神规律的抽象形式将审美观照的对象

投向艺术家的主体精神和内在需要的表现，形式因此而具有了艺术家个性和精神以及社会群体精神共性的

烙印。形式意志发生了质的改变，形式也因此由具象、具象抽象走向了非具象抽象。

康定斯基的抽象形式脱离了自然的原本之形，隐匿了物象，而代之以抽象的结构。源于精神的灌注，形

式的个性特征鲜明，而他的抽象视觉语言体系又遵循着“形式—精神”的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从而将形式的

个性与共性相结合，探索出艺术的普适性语言，试图实现普适性形式语言体系框架内的艺术个性的显现。他

的形体和色彩在被赋予精神特质后独立于物象而存在。他对形式本体本质和特征的研究是在理性美学的指

引下进行的，遵循着“显微镜式”的、严格的分析方法，提倡艺术、科学与技术的综合应用，同时需要掌握艺术

和技术的相关理论知识。他深入形式要素的性质、特点及其相互关系，从内在性、方向性、张力性、创造性等

方面进行了细致而严谨的分析，并将这种理性研究与传达精神内容、表现“活的生命”紧密联系起来，根据内

在需要建立形式元素和构图的内在秩序，为艺术家形式的选择与运用提供了理论依据以及创作的灵感源泉。

而色彩则直接影响心灵，心灵需要即内在需要是色彩和谐的基础。形式元素及其组合关系和整体构图均由

内在需要决定。可以说，康定斯基非具象抽象的形式语言营造了审美距离，为对主体的审美观照提供了媒介

和支点，是主体与形式、内在与外在关系转化的物质化载体，其艺术旨趣在于满足人类的深层心理需要，因而

具有了形式的本体特征。

( 二) 中国写意画的“似与不似之间”

中国画尤以文人画为代表的艺术家们主张以真为师，通过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塑造出神似而形在“似

与不似之间”的艺术形象。他们在迁想妙得中物我两忘、离形去智，在妙悟自然中巧妙地运用艺术手法使实

者虚之、虚者实之，以不似之似通达妙意横生之境，从而得以传神写照。“不似”指“形”，介于似与不似之间;

“似”指精神，乃是“度物象而取其真”。虽“简远之心难形”而“形”之，以精神的静观统领画意，力求将形、意

与境统一于画面之中，并以思与境偕为旨趣，追求在以意为画中意造其妙的美学理想。因此，中国画之形虽

然鲜明地表现了艺术家的主体地位，但却并没有完全脱离形的束缚，而是在似与不似之间以“心”为源介入

审美意象，在心、境与思的契合中，超出有限之象而达到意的无限之妙、韵。

虽然与康定斯基的内在需要相比，二者都是心之所向，充满了生命的意味，遵循着自然的法则，但心之载

体却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而产生了分歧。中国写意画没有完全摆脱移情审美的特质，托物言志仍占主流。

艺术中的形象虽然是精神化了的形式，却没有脱离自然的原本之形。其形式介于抽象与具象之间，既有形亦

有意。空白处更是既因形而生趣盎然、完形补意，又因心而心驰神往，升华了意象和意境，是造化与心源之天

人合一。它空灵境界，充实心灵，尽灵足神。意境的表达既有实之虚，虚之虚，又可能化虚为实、化实为虚。

而康定斯基的抽象艺术虽然拓展了审美意象，却少了审美意境，他的构成是直觉灵感、内在精神和科学理性

的融通，以实现自我认知、审美创造和艺术理想，体现着生命的张力。他的自我寻求摆脱了精神的依附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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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个体的主体性，实质上是对权威伦理的挑战以及审美意识的深刻嬗变，闪耀着理性之光。他的内在需要

推动着形式告别具象，由移情走向抽象，试图建立起“形式—精神”相对应的美学价值体系。抽象赋予形式

以独立的意义和精神价值。艺术阐释之本体发生了质的改变，艺术意志成了抽象形式之内核。写意画笔墨

语言并没有如此严格的定法与程式，甚至被称之为“墨戏”。明代徐渭题画诗: “从来不见梅花谱，信手拈来

自有神”①，亦有此意。

尽管二者都是对自然的真实和生命本质的探寻，但是鉴于不同文化背景下艺术意志的差异性，形式意志

产生了分化。康定斯基以异于自然原型、异于传统的异样形式带来了别样审美。他的抽象形式所蕴含的抽

象冲动渴望消除空间带来的变化与无常，试图以平面的二维时空凝固永恒。观者则易于突破具象的拘囿，在

艺术家汲汲于求的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和必然律中寻求精神的栖息、心灵的静观。中国写意画形式并没有完

全割裂与传统的联系，它以真为师，芥子须弥，以象为镜，得妙悟于神会，在解衣般礴中随心所欲不逾矩，自然

与妙悟并存，法度与性灵共生，求道寻理，“无画处皆成妙境”。因此，它所创造的是主客一体的形式语言，是

在用千变万化的物象和心象之合体来澄明永恒的道和精神。

三 、构成:隐性结构与置陈布势

康定斯基抽象艺术理论中的隐性结构与中国传统画论中的置陈布势均指构图。二者都重视心灵或者内

在需要在构图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都强调精神的和谐。二者都重视直觉在构图中的作用，都是情感的焕发

与理性的凝练，但是二者又存在着内在和外在较大的差异性。

( 一) 康定斯基的隐性结构

康定斯基的隐性结构首先是精神的取舍与隐性表达，其次是形式要素的取舍与相互关系的处理，最后归

于整体构成。所谓“隐性”，是指将神秘的精神内涵隐匿于外在形式和构成之中，同时通过外在形式和构成

又能够感受到精神的回响，也即是指精神的秩序是画面构成的隐性结构。他的隐性结构最大贡献在于一改

西方绘画原有的瞬间永恒的三维的静态艺术审美空间，以具有音乐性的形式构成将其营造为二维的动态生

命和精神时空，借助通感将听觉的符号性、抽象性转变为视觉的符号性、抽象性。生命在审美时空中自由舞

动，奏响精神的乐章。他通过结构上的“隐”来表现神秘莫测的艺术家的心灵状态，或者使其成为艺术家心

灵的避难所，所关注的是心灵的含蓄形式，是一种内在的关系。此外，在他看来，含蓄与暴露的恰当运用所带

来的巨大力量极大丰富着艺术的表现手段，也是其艺术辩证法思想的重要内容。他将隐性结构分为简单结

构和复合结构，实际上是在阐明由于形式及其关系的简与繁所带来的对精神进行含蓄与暴露表现的不同层

次。他以主体形式不同层次的关系组合和秩序构成来促进内在和谐的增长，其中复合结构因其节奏性的特

征以及对主体形式的隐匿程度而将其视为交响的结构。他将抽象绘画的构图分为印象、即兴和构成三个不

同的层次，同时代表着三种不同的灵感来源，并认为构成是构图最理想的审美状态，隐匿着起主导作用的理

性、意识和目的性，外在貌似松散，内在秩序井然，毫无斧凿之痕。他认为，“诉诸心灵的视觉构成，投射于画

布上，凝结着内在的感情”②。个体形式的选择、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形式与构图平面关系的处理等，都

是对构成的精神性的审美探求，是一种含蓄与暴露的平衡，原则是内在需要。他认为这样达成的构成最终服

务于神灵，才能达到纯艺术的高度。

( 二) 中国写意画的置陈布势

中国写意画讲究置陈布势。“置陈”是指经营形之位置; “布势”则是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布奇巧之体

势，以达画之变势。形之位置的经营，需意在笔先，而后立宾主之朝揖，定远近之形。形式元素在多重对立统

一中藏露相生，质势相成。与康定斯基的隐性结构相比，二者均注重生命之势的张力表现。写意画的实和虚

便是露与藏，注重布实，更重视布虚，实和虚共同造势。布势和取势以及势的形象取舍决定着画之灵魂和生

命所在。画面由此而虚实相生、藏露相合，势出，则气韵生，神采现。势可谓是各种审美关系在以静观动中所

彰显的生生之美。

康定斯基构成中的“暴露与含蓄的结合”与写意画中的“藏与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写意画更讲

究“神龙不见首尾”，常常在有与无、实与虚、景与情等的露与藏的艺术表现中，以一求多，静里生奇，进而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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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 明) 徐渭:《徐渭集》，中华书局 1999 年版，第 387 页。
裔萼:《康定斯基论艺》，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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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气韵生动中进入妙境。含蓄与藏虽然都是“暗”的情感语言，但是却体现了哲学文化上的差异性，不同

的审美意志使得它们相差了意象与意境，“藏”成为一种文化情怀的诗意栖居，例如，“深山藏古寺”的虚实之

美，境远意深。此外，源于中国古代哲学文化思想的独特的隐逸文化，沉淀到了绘画的血脉之中，凝聚为一种

“藏”的文艺精神。“隐”代表着人格的独立和生命的尊严，“士”代表着文化和志向的品格、品质，以求人生

的适意，心意自得地诗意生活。这种隐逸文化表现在绘画的品质中，隐中藏有出仕之意，抑或是精神的诗意。

欲隐之、藏之，或忤世或避世，或隐身或隐心，却又因某些踪迹可循而又露之，隐身难隐心。当然，也不乏身心

皆隐之士。这也造成了写意画中藏之风格的审美多样化，影响着画面的经营布局。这些都是康定斯基隐性

结构中的未有之意。

此外，隐性结构和置陈布势的相异之处还在于，康定斯基的隐性结构更侧重于理性因素，提倡以“数”来

表现抽象形式之间的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他也注重运用辩证对比的方式来实现构图平面的统一性、整体

性，强调通过精神上的深度对比方法来达到画面的和谐。但是这种对比又缺少了中国哲学的韵味和意趣，更

多的是追求形式美感与构图和谐，还具有理性因素及神秘主义色彩。可见，二者除了在“实”上有着形式的

差别外，更重要的是意象、意境上“虚”的差异较大。中国写意画是哲学、文学和绘画等的合体，置陈布势的

构图必然深受其影响。传统文化哲学思想为构图带来了艺术辩证法的审美维度，对立相生、物极必反等辩证

思想成了构图所遵循的形式美法则。艺术家在多维审美关系中将直觉体悟转化为生命共感，形成了由艺升

华到道、道艺相依的审美思维，如此，写意画便在有道有艺、道艺统一的动态矛盾调和中萌生了具有中国审美

特质的意象和意境。在儒释道精神的影响下，构图的终极目标成为心境的表达、意境的营造，有着艺术家精

神特质的表达以及对生命的追问，既可能得意忘象，又可能离形得似，更追求有画无画处皆成妙境之审美意

蕴，以达到气韵生动、传神的艺术臻境。这种构图内质熔炼了物之神、人之生命和心灵、人道以及天地之道，

它诗而入神，神遇而迹化，以文入质，艺道相通，最终艺道一体，艺成为道的物质载体，道成为艺的生命和灵

魂。如此，置陈布势不再只是单纯的构图，而是化实为虚、游刃于虚，通过由美入真的生命结构和节奏的艺术

表达，进入生命节奏的核心。它是天道与人道的交响乐章，是心灵的静照和精神的自由，更是通于自然的最

高审美境界，努力追求晶莹真境的呈现，是情感的丰沛和意境的空灵。

概言之，康定斯基隐性结构的创造性在于以灌注了精神的直觉和理性相结合的非具象方式来表现生命

的张力。其生命的形式和结构构成了抽象性、符号性的精神时空。中国写意画置陈布势的创造性在于它将

生命的运动以一种更加典型、更具视觉和精神冲击力的方式艺术化地表现出来，在矛盾双方的审美博弈中化

天道、人道为艺道。“势”成了具象所创造出的抽象，是大象无形的生命之源、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是生命

运动性的集中体现。它既是精神的结构，更是生命的本真。前者化具象世界为抽象的精神世界，后者由具象

承载抽象的精神并营造抽象的意境，有理有义，有气有韵，有景有境。因此，二者的审美成分和构成方式还是

具有较大差异性的。

四、跨界:综合艺术与诗画本一律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绘画艺术突破自身界限、综合其他艺术形式进行创新和创造的呼声日益高涨。绘

画在与其他学科门类的不断跨界和融合中，形式语言变得极大丰富，艺术作品更具创新性，更有表现力。

( 一) 康定斯基的综合艺术

康定斯基认为，不同艺术的综合与碰撞，有助于产生更加深刻而富有表现力的形式。他主张对不同艺术

门类进行艺术手法的比较与借鉴，探寻一种艺术门类可能从其他艺术门类获得内在力量的形式，使得艺术在

多种力量的相互配合中得以丰富、达到极致，最终形成真正史诗性的艺术。它是形式各异、内在力量不同的

各门艺术在同一目标框架下的化分散为集中、化异趋新的创作过程和动力之源。形式在综合中冲突、交叉、

共鸣、创新。他的理论中谈到较多的是绘画与音乐之间的关系与跨界，这其实是为艺术的形式和内容争取更

大的自由，试图融合各自的审美存在来消融所谓的审美界限，在审美体验的多样化中寻找最强有力的艺术表

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形式语言和形式美法则。

康定斯基重视由精神环境影响而形成的精神境界在艺术综合中的作用。精神环境的构成非常复杂，它

有着知识、伦理、情感和生命的体验，又有着社会环境和内心幽境的滋养。这其中既有消极的因素，又有积极

因素，以及因其净化作用而产生的矛盾因子，多种艺术的综合就在这样的对立统一中将不同的艺术形式和精

神融合其中，朝向共同的艺术理想前进，并最终以倾向于某一种艺术的形式语言进行复合的审美表现。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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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环境说”和“净化说”，与中国传统画论所提倡的艺术家的整体修养、精神的陶养以及内外交相养等观

点有着一定的异曲同工之妙。艺术的综合是内在和外在的统一，既有纯知识、技术、技法等的客观因素，亦有

环境的熏陶、基因的传承和渗透灵魂的幽意与融通，这些共同构成了艺术家的精神环境，也是作品内在精神

的心源，都将作用于艺术创作。

( 二) 中国写意画的诗画本一律

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美学思想的来源甚广，它融哲学、书画、音乐、戏剧、诗文等理论于一身，而且在发

展过程中相互融通、借鉴，各门类根据自身需要汲取其他领域的美学理论精华，互通有无、丰富开拓。如此，

它们便在拥有自身独有的理论和实践美学体系的同时，在审美观、审美体验和美学范畴等方面又有着相同、

相通或惊人的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说，中国美学史本身就是跨界综合的产物，而其中的理论精华更是各学科

门类相互碰撞的结果，它们既有美感的特殊性，又有美感的共通性，可谓是相济有功。

中国写意画则更注重各文学艺术门类内在规律的一致性以及意境上来自于其他学科门类的借鉴互补作

用。“诗画本一律”的命题并不仅局限于诗、画，而是多个学科门类的交叉。它实际上是指文学艺术在跨界

中对形式的上下求索所真正追寻的是生命的节奏和韵律以及宇宙的本质规律。其中，文人画家的出现以及

文学元素在绘画中的介入，形成了中国画诗、书、画、印一体的构图方式。例如，王维的画被誉为“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体现出诗画从内容、形式到境界的高度融合。苏东坡提出的“诗画本一律”“论画以形似，见于儿

童邻”，从艺术内在本质入手，将重传神而非重形似的审美认知通用到了诗画两界，并日渐发展成为文艺界

的美学通则之一。

此外，“我国古代以音乐为中心的教育”①，决定了“乐”在人生教育和人格修养中所占的比重，从而对人

的人生目标、生命价值观、艺术品质和精神的陶养等都产生了深入骨髓的影响。孔子提出的“兴于诗，立于

礼，成于乐”，肯定了乐在陶冶中完成“成性”即完成人格的重要作用。而“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

大乐必易，大礼必简”②中静、简之美学范畴则成为中国美学的重心以及绘画美学的纲领性原则，善、美所成

就的人生与艺术交汇在了一起。同时，源于诗对思想、心智、性情等的启迪作用影响而产生了直观联想、类比

等的思维方式，由此，以美启真的美学思考方式成为中国文艺最高艺术价值的标准。乐与诗早已沁入中国文化

的血脉之中。可以说，中国绘画自诞生之初，就已经是综合艺术的合体，诗画之心、乐画之境已然养成，只不过

是以绘画的形式进行了亦诗亦画、亦乐亦画的复合审美表现。中国绘画的贡献不再局限于自身的专业领域，而

是冲破了艺术门类的界线，与人格的塑造、与为人生而艺术的至高境界化为一体，浑然天成。

可见，综合艺术与诗画本一律均重视各艺术门类之间的相互借鉴、融合、相互作用等，力图从绘画以外的

其他学科门类中寻找到更加富有表现力的形式语言。形式语言决定震撼心灵的精神力量，如此才可能成就

更加伟大的绘画艺术。只不过康定斯基关注的是综合艺术所带来的形式上的借鉴与创新，而写意画除了艺

术形式上的综合运用外，更加注重的是意境上的融合与创新以及理想人格和人生的塑造。

总之，康定斯基抽象美学与中国画写意美学由内在之心到外在形式、由独立的形式到形式的构成以及最

终决定绘画风格的跨界融合既有相通之处，更存在着各自审美活动本身的特殊性。通过对心源、形式、构成

和跨界等核心范畴的比较研究发现，二者审美活动的起源与性质首先取决于内心，源于心灵表现的需要，审

美活动开始探寻符合心灵的形式，而后这些形式因心而动，创造出能够整体性地表现艺术家心路历程和审美

理想的构成方式。为了使心灵得以更自由、更生动地表现，艺术家如饥似渴地从其他学科门类中汲取灵感，

艺术便在跨界中进入了更高的层境。如此，在逐层深入的辨析中逐渐勾勒出内在需要与中得心源，非具象抽

象与似与不似之间、隐性结构与置陈布势、综合艺术与诗画本一律的核心差异和各自的美学创造性，将对厘

清康定斯基的抽象美学与中国画写意美学的精髓和精神所在以及对中西艺术美学差异性的祛魅研究大有裨

益，有助于深刻剖析二者的审美发生、审美价值和审美创作的内涵和意蕴的异同，同时亦将为中国画现代写

意体系的建构和中国写意精神的国际化传播提供抛砖引玉的思考理路。

(责任编辑:陆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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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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